
第 26卷第 1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6 No.1 
2020年 1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S)                        Jan. 2020 

 

DOI: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0. 01. 012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颜爱民，龚紫，谢菊兰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结合社会认同理论与信号理论，从工作使命感的视角探讨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潜在影响与

作用机制。通过对 413名员工进行调查后发现：外部企业社会责任能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工作使命感是外部企业

社会责任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中介机制；道德认同不仅可以增强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和工作使命感之间的正向

关系，而且还可以加强工作使命感在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可以为企业通过

创新行为实现创新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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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每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系列问题，都会敲

响所有企业管理者心中的警钟。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至

关重要，它不但对国民的生存健康产生影响，而且关

系到企业的管理与未来发展。作为组织的重要特征变

量，已有学者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态度和

行为，如情感承诺[1]、组织公民行为[2−3]等有重要的影

响作用。但学者们大多数是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个

单一的构念[4]，很少探讨某种特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对

员工行为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员工并没有以整体的

方式来看待雇主的企业社会责任，而是区分不同利益

相关者。员工会考虑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来源和目标，

并做出不同的行为反应[5]。De Roeck和Maon[6]也强调

了在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在员工层面的微观效应时，对

内部和外部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单独探讨的重要性。其

中，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

重点，它对社会大众的福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

其对于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中国，外部导向的企业社

会责任实践更为显著[7]。但遗憾的是，国内大多数关

于外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财务绩效、

技术创新等组织战略的宏观层面，对于员工的态度与

行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Moore[8]认为外部企业社会责

任反映了企业的社会价值期望，当外界以一种积极的

方式描述企业时，会对员工的态度与行为产生较大的

影响。 

在当今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

下，员工的创新行为是组织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外

部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如环境、

顾客以及当地社区的有益行为，它体现了企业的价值

观及伦理观。Peng 和 Lin[9]指出组织中的伦理环境是

影响创新文化的关键要素。然而，目前学者多关注于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如对环境、对社区的社会责任)对

员工创造力的影响[10]，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行为

的研究却少有学者涉及。研究表明，个体拥有创造力

未必可以创新，成功的创新不但需要来自员工个体的

创造力，也需要由组织提供资源及环境来激励员工的

创新落实与推广[11]。外部企业社会责任营造的伦理氛

围能够让员工处于自由、不受约束的工作环境中，这

可能会激励员工选择创新的工作方式，表现出创新行

为。因此，对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

的关系以及其背后黑箱进行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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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在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过程

中，工作使命感是一个可能的中介机制。工作使命感

被定义为一种工作导向，以引导个体在工作中得到个

人满足或者对意义的追寻[12]。根据社会认同理论[13]

与信号理论[14]，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不仅能帮助员工满

足自身对于意义感的心理需求，而且其引发的积极信

号会促进员工发现工作意义[15]，实现自己的价值，这

都可能会增强工作使命感。由于对工作具有一种使命

感的员工更有可能对组织持更加积极的态度，愿意为

组织付出额外的努力，更愿意接受挑战，产生创新行

为。因此，我们推测工作使命感在外部企业社会责任

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可能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同时，员工的道德认同是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

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调节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员工

道德认同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其对于道德相关信息接收

的敏感性[16]。道德认同水平高的个体其道德身份在自

我概念中的重要程度更高，对于与道德相关的信息会

更加关注[17]。企业履行外部社会责任实践时，会释放

出与企业道德相关的信号。不同道德认同水平的员工

由于其道德敏感程度的差异，会对同一种信号进行差

异化感知，从而影响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工作使命感

与创新行为的激发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

机制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对当地社区、自然环境和

消费者的一种责任[18]：对社区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对

人道主义事业的支持、慈善捐赠、社区发展投资以及

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对环境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环

保投资、污染预防、关注自然环境的生态倡议以及注

重未来几代人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对消费者的企业社

会责任如产品安全计划和客户关怀计划等[19]。企业对

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有益行为能够在企业中营造一种伦

理氛围[20]。而现有对伦理研究的文献表明，企业中的

伦理环境会激发员工积极的工作态度和有益的行   

为[21]。特别是，员工创新被视为与道德环境背景密切

相关的变量，因为员工所感知的伦理价值观能够培养

与创新有关的组织正念[22]。Pandey和 Gupta[23]也提出

这种关怀和支持的气氛不仅能使员工处于自由、不受

约束的工作环境之中[24]，而且能使得组织内其他成员

受益，培养员工的精神意识，从而激发并引导员工对

公司的产品、服务、流程和实践产生创造性和创新性

的想法，以实现共同利益。付非和赵迎欢[25]通过实证

也验证了这一观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营造的积极

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氛围会激励员工选择创新的工作 

方式。 

虽然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实证研究较

少，但不少学者发现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创造力正

相关[26]。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向员工传递出企业是

具有吸引力、仁慈和独特的信号。员工感受到这种信

号之后，会将上述特质内化为自我的价值，从而认同

自己[13]、鼓励自己与组织靠拢，变得更加好奇、更能

接受挑战和风险，表现出额外的认知开放性[27−28]，进

而产生较多的创新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 

H1：外部企业社会责任能正向显著影响员工的创

新行为。 

(二) 工作使命感的中介作用 

工作使命感的概念是由原来的宗教神学范畴逐渐

向世俗化发展而来的[29]。它被定义为起源于自我并超

越自我的一种超然的召唤，其目的是用一种能够展现

或获得目的感和意义感的方式来实现一个特殊的生命

角色，并以利他导向的价值观和目标作为其主要的动

力来源[12]。它包括三个要素：第一，感知外部(上帝，

社会需求等)动机的程度；第二，关注个体在特定生活

角色中的目的与意义；第三，具有亲社会动机。 

尽管目前对于工作使命感前因机制探讨还不全

面，但基于工作使命感的定义及内涵，我们可以发现：

首先，工作使命感可以由外部动机引发，其中组织因

素被认为是影响工作使命感的一个重要因素[30]。Duffy

等[31]指出为整个社会服务的责任感会激发一个人追

求工作使命感。外部企业社会责任正是对环境、社区

以及顾客做出的有益的服务性行为，这可能会发展工

作使命感；其次，外部企业社会责任能够让员工更加

关注工作的意义。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外部企业社会

责任实践蕴含企业的特征，即他们是负责任的，关心

和同情社会[32]，员工将这些特质内化为自我价值，从

而认同自己，这有助于满足追求意义的心理需求[33]。

信号理论也指出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以一种积极的

方式在描述企业，反映企业的社会期望价值[8]。当员

工感受到自己为一个关心社会的、具有同情心的企业

工作的时候，会更加赋予自己的工作更深层次的意  

义[34]，而关注意义正是激发员工工作使命感的关键要

素。最后，Ong 等[2]认为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员

工察觉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有益，会希望在他人生活

中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从而产生亲社会动机[35]。企

业社会责任对员工亲社会动机的促进让员工能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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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工作更加深入地理解体验意义的过程，从而带

来更多的使命感[15]。 

工作使命感对员工态度与行为的积极影响已经得

到了多数学者的验证[36−38]，Xie等[39]基于 832 名员工

的调查结果发现具有工作使命感的员工，更加能在工

作场所表现出利他主义，从而展现组织公民行为。员

工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说属于组织公民行为，其产生需

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并且通常产生工作使命感的员工

会有强大的动机和心理能力[40]，能在工作中具有更高

的投入度[41]，更加注重工作效率与结果，更有可能做

出创新行为。周霞和李铁城[42]也从工作动机的角度探

讨了工作使命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认

为工作使命感能为员工带来强烈的内部工作动机，激

励员工发自内心投入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员

工产生创新行为。 

综上，我们提出假设 2： 

H2：工作使命感在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创新

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 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道德认同被定义为道德特质(如善解人意、富有同

情心、公正、友好等)在个体中形成的自我图式[43]，表

明了道德身份在自我概念中的重要程度。以往有研究

曾探讨了道德认同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亲组织行为关系

中的调节作用[44]，如 Rupp等[4]表明道德认同会放大企

业社会责任感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但其在企业

社会责任与工作使命感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并未得

到进一步研究。基于信号理论，本研究认为道德认同

能够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工作使命感的关系，并且还

能调节工作使命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行为之间的

中介作用。 

信号理论认为信号的有效性部分取决于接收者的

特性[14]。研究表明，道德认同水平具有差异的个体对

于组织道德属性的敏感程度不同[14]，高道德认同的个

体会更多地关注与道德相关的信息，更有可能对某一

情境的道德含义具有较高的道德意识[45]。外部企业社

会责任可以看作组织道德属性的一种反映。当组织的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相同时，不同道德水平下的员

工工作使命感也会存在差异。高道德认同的个体能够

迅速地捕捉到组织这一道德信号，从而激发自我概念

中的利他成分，认为自身的工作更加有意义，其使命

感会增强，从而产生更多的创新行为；对于那些低道

德认同的个体，道德价值不是他们自我定义的中心，

他们往往不太关心正义、伦理或道德，对组织释放的

道德信息不够敏感，难以产生工作使命感，创新行为

被激发的可能性也会更低。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3： 

H3：道德认同正向调节了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工

作使命感之间的关系，较于低道德认同水平，高道德

认同水平下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工作使命感的积极影

响更强。 

基于上述分析和假设，本研究认为，工作使命感

中介了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而

且该中介作用会受到道德认同的影响。因此，本研究

提出假设 4： 

H4：道德认同正向调节工作使命感在外部企业社

会责任与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即与道德认同水平

较低的情况相比，当员工道德认同水平较高时，工作

使命感在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更强。 

综上所述，本研究形成的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  假设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与调查过程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570名员工采取现场

发放并回收的方式进行调研。为了确保调研过程的严

谨性与科学性，我们首先与企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提

前沟通，并取得支持。其次，在调研过程中，向参与

调研的员工阐明了调查意义和注意事项，强调本次调

研的匿名性。最后，通过筛选并剔除填写内容不完整、

答题前后矛盾(如反向题项与其他题项无差异)以及规

律性答题(连续 6 个以上测量题项选择相同答案)的问

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 413 份，有效率为 72.5%。在

有效样本中，其中男性占比 52.8%，女性占比 47.2%。

从年龄上看，20~25岁的被调查者占 5.8%，26~30岁

占 16.7%，31~35岁占 27.6%，36~40岁占 16.0%，41~45

岁占 11.4%，46~50 岁占 13.6%，51~55 岁占 7.3%，

55岁以上占比 1.7%。从教育水平来看，高中(含中专)

及以下占 7.7%，大专占 21.1%，本科占 51.1%，硕士

及以上占 20.1%。从工作年限来看，一年以下占 8.7%，

1~3年占 10.2%，3~5年占 8.0%，5~10年占 22.5%，

10年以上占 50.6%。 

(二) 变量 

为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均采用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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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文献中的成熟量表。对于在英文语境下开发的量

表，首先邀请了 3名管理学硕士将英文量表翻译成中

文，再由 2名博士回译成英文，研究团队将翻译稿与

原始问卷进行商讨比对修订后，再交由管理学领域的

专家及企业资深管理人员进行审核，生成最终的量表。 

 (1)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采用 Farooq 等[19]的量

表进行测量，包含指向当地社区、自然环境和消费者

的责任，具体有 10个题项①。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5。 

(2) 工作使命感：借鉴黄波顾等[41]修订 Dik 等[12]

的 CVQ问卷中存在工作使命感(presence of calling)量

表进行测量。量表包含 3个维度共 12个题项②。本次

测量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 

(3) 道德认同：采用 May 等[43]开发的量表③。本

次测量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6。 

(4) 创新行为：采用 Scott和 Bruce[46]开发的量表，

共 6个题项④，该量表已被国内学者广泛应用，具有较

高的信度。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
为 0.89。 

(5) 控制变量：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性别、年

龄、教育程度以及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 AMOS 结构方程软件来进行验证性

因子分析，用 SPSS 21.0统计软件来完成信度检验、

相关分析以及假设检验，其中中介检验和调节检验均

利用Hayes[47]于 2013年开发的 PROCESS 程序完成。 

(一) 研究变量的区分效度 

通过对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使命感、道德认

同和员工创新行为进行的区分效度检验，四因子模型

的拟合度(χ2/df =1.58，NNFI=0.90，IFI=0.96，TLI=0.95，

CFI=0.96，RMSEA=0.04)较好，且优于其他三因子、

二因子和单因子模型。这表明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工

作使命感、道德认同以及员工创新行为等 4个变量之

间具有非常好的建构效度(见表 1)。其中假设模型中的

测量题目与潜变量间的因子载荷均显著大于 0.5，经计

算各变量的 CR 值都大于 0.7(外部企业社会责任

CR=0.86；工作使命感 CR=0.86；道德认同 CR=0.80；

创新行为 CR=0.90)。上述结果均表明本研究的变量具

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和判别效度。 

(二)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所有数据来源均采用自我报告，结果可能

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为了尽量减少共

同方法偏差，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的“事前

控制”设计。例如，在问卷编排过程中，对部分题目

进行反向计分设计，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强调数据的匿

名性与保密性等。另外，本研究也采用了 Harman 单

因子检验以及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事后的统计检验。

结果表明，8个因子特征根大于 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

变异为 28.90%，远远小于 40%的临界值，说明共同方

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较小。此外，本研究进一

步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基于 CFA的 Harman单因子

检验，结果发现四因子模型明显优于单因子模型

(∆χ2/df =39.30，p < 0.01)，同样表明在本研究中不存在

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三) 描述性统计 

表 2报告了本研究涉及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

关系数。从表 2中可以看出，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

新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r=0.46，p<0.001)；外部企业

社会责任与工作使命感呈显著的正相关 (r=0.59，

p<0.001)；工作使命感与创新行为之间也呈显著的正

相关(r=0.59，p<0.001)。这为本文的假设提供了初步

的支持，且表明可以进行下一步检验。 

(四) 假设检验分析 

1.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假设 1 提出外部企业社会责任正向影响创新行

为。表 3中模型 2的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

教育程度与工作年限后，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创

新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β=0.53，p<0.001)。因此，假

设 1得到了支持。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 = 413) 

模型 χ2 df χ2/df NNFI IFI TLI CFI RMSEA 

单因素模型 2 820.29 495 5.70 0.58 0.62 0.60 0.62 0.11 

二因素模型 2 337.08 494 4.73 0.65 0.70 0.68 0.70 0.10 

三因素模型 1 345.42 471 2.86 0.79 0.86 0.84 0.86 0.07 

四因素模型 697.96 441 1.58 0.90 0.96 0.95 0.96 0.04 

注：四因素模型：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使命感+道德认同+创新行为；三因素模型：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使命感+道德认同、创新行为；二因

素模型：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使命感、道德认同、创新行为；单因素模型：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使命感、道德认同、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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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性别 1.47 0.50 −       

年龄 4.89 1.74 −0.22*** −      

教育程度 2.84 0.83 −0.02 −0.32*** −     

工作年限 3.96 1.33 0.01 0.55*** −0.39*** −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 4.18 0.52 0.02 0.18*** −0.02 0.19*** −   

道德认同 4.48 0.50 0.05 0.04 0.13** 0.07 0.39*** −  

工作使命感 3.74 0.58 −0.08 0.24*** 0.05 0.14*** 0.59*** 0.54*** − 

创新行为 3.97 0.68 −0.15** 0.35*** −0.04 0.20*** 0.46*** 0.42*** 0.59*** −

注：员工样本量 n=413；*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表 3  工作使命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员工创新行为 工作使命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性别 −0.10 0.07 −0.13 0.06 −0.10 0.06 −0.02 0.06 −0.06* 0.05

年龄 0.13*** 0.02 0.11*** 0.02 0.08*** 0.02 0.09*** 0.02 0.06*** 0.02

教育程度 0.07 0.04 0.04 0.04 0.01 0.03 0.11** 0.04 0.08 0.03

工作年限 0.03 0.03 −0.01 0.03 0.01 0.02 0.03 0.03 –0.01 0.02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   0.53*** 0.06 0.20*** 0.06   0.63*** 0.04

工作使命感     0.52*** 0.06     

R2 0.13 0.29 0.42 0.08 0.38 

F 15.71*** 33.68*** 48.07*** 8.83*** 51.38*** 

 
 

假设 2提出工作使命感在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

新行为间起到中介作用。根据表 3中模型 3的结果显

示，在对 4个控制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纳入对外

部企业社会责任的控制，工作使命感与创新行为路径

中的回归系数显著(β=0.52，p<0.001)，表明工作使命

感对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的预测作用。对性别、年

龄、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以及工作使命感进行控制，

自变量(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因变量(员工创新行为)

的路径回归系数显著(β=0.20，p<0.001)，外部企业社

会责任仍能显著预测创新行为，且影响系数由

0.53(p<0.001)减少为 0.20(p<0.001)。根据温忠麟等[48]

的方法可知，工作使命感部分中介了外部企业社会责

任对创新行为的关系。另外，我们利用 Bootstrap方法

进行更加准确的检验，重复抽样 5 000次，计算出中

介效应偏差矫正的 95%置信区间。结果显示，经过中

介效应的路径的回归系数(β=0.33，SE=0.03)，95%的

置信区间为[0.244，0.424]，不包含 0。表明工作使命

感在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

著，假设 2得到验证。 

2. 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调节效应，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我们将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认同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降

低多重共线性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假设 3提出道德认

同正向调节了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工作使命感之间的

关系，从表 4中模型 6可以看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

后，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认同的交互项对工作使

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8，p < 0.01)，假设 3得

到验证。 

为了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通过

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见表 5所示，检验结果表明，

在高道德认同水平下，间接效应的 95%置信区间为

[0.197，0.393]，不包含 0，(β= 0.29，p < 0.05)；在低

道德认同水平下，间接效应的 95%置信区间为[0.136，

0.273]，不包含 0，(β= 0.20，p < 0.05)。另外，两个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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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道德认同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工作使命感 创新行为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β SE β SE β SE 

性别 −0.07 0.04 −0.14** 0.05 −0.12* 0.05 

年龄 0.06*** 0.02 0.10*** 0.02 0.08*** 0.02 

教育程度 0.03 0.03 −0.01 0.04 −0.02 0.03 

工作年限 −0.01 0.02 −0.01 0.03 0.01 0.02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 0.48*** 0.04 0.39*** 0.06 0.20** 0.06 

道德认同 0.45*** 0.05 0.46*** 0.06 0.40*** 0.06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道德认同 0.18** 0.07 0.36*** 0.09 0.25* 0.12 

工作使命感     0.40*** 0.06 

工作使命感×道德认同     0.06 0.11 

R2 0.51  0.39 0.45 

F 59.02***  37.06*** 36.53*** 

 

表 5  道德认同的路径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间接效应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低道德认同 0.20 0.04 0.136 0.273 

高道德认同 0.29 0.05 0.197 0.393 

差异 0.09 0.04 0.197 0.393 

 

接效应的影响系数存在显著差异(β = 0.09，p < 0.05)，

置信区间为[0.197，0.393]，不包含 0，假设 4得到验

证。即工作使命感对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行为之

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受到道德认同的调节。 

此外，为了更直观地感受道德认同的调节效应的

作用量强度，我们以道德认同的平均数为基准，取正

负一个标准差(± SD)，来看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工作

使命感的影响大小，绘制简单斜率图，如图 2所示。 
 

 

图 2  道德认同在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使命感中的调节

作用 

通过图 2可以看到，相较于低道德认同(−1 SD)的水平，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工作使命感的正向影响效果在高

道德认同(+1 SD)水平下得到加强。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结合社会认同理论与信号理论，以外部企

业社会责任为前因变量，创新行为为结果变量，通过

引入工作使命感作为中介变量、道德认同作为调节变

量，揭示了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

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外部企业社会责任是员工创

新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一般来说，员工会对他们所

在的组织做出全面判断，以此为依据来决定他们对雇

主的态度和行为反应[28]。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体现

组织重要特征的变量，能够展示出组织的一种负责任

的形象，形成员工的积极判断，从而增加员工的创新

行为；(2)工作使命感是外部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影响员

工创新行为的重要中介机制。组织履行的外部企业社

会责任让员工感受到组织的价值态度，员工会认识到

自己的工作是极具价值和意义的，从而发展了工作使

命感。产生较高工作使命感的员工会更愿意为组织付

出额外的努力，更容易做出服务组织目标的创新行为；

(3)员工的道德认同水平越高，外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

工作使命感对其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越大。道德认同

水平不同的个体对于外部企业社会责任的敏感程度不

同，这直接会影响员工对组织的判断，进而影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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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与行为。 

(二) 理论意义 

第一，我们的研究探索了企业外部社会责任感知

这一细分维度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回应了关于深

化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细分维度对员工创新行为

影响研究的呼吁[49−50]，为微观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带来

了新的见解。我们从社会认同与信号传递的视角发现

了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作

用。这与学者付非和赵迎欢[25]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整

体构念探究与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一致，这

一发现丰富以及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行为结果

之间的研究。 

第二，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工作使命感在外部企业

社会责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支持了

Aguinis 和 Glavas[51]提出工作使命感可能是企业社会

责任对员工产生影响的基本机制的推论。企业对外部

利益相关者做出的有益行为，向员工传递了企业是关

心社会的、具有同情心的价值观，这会使员工产生对

组织的认同，对工作产生意义感、使命感，进而付出

额外的努力，进行创新行为。我们从工作使命感这一

视角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如何作用于员工创新行为的

机制，不仅拓展了关于工作使命感前因的研究，也为

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员工态度与行为的路径研究提供了

新思路。 

第三，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了道德认同不仅正

向调节了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

而且强化了外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工作使命感进而影

响员工创新行为的整个中介机制。从信号理论看，不

同的个体对于信号的接收具有差异性，员工道德认同

水平决定了其自身对于与道德相关信息感知的敏感

性，高道德认同水平的人对于外部企业社会责任的感

知性越强，越容易做出对企业有益的行为。另外本研

究也系统分析了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使命感—员

工创新行为这一中介过程的边界条件，并发现这种影

响作用对于高道德认同的个体更加有效，对于低道德

认同的个体效果影响相对较小。这一发现也表明从个

体对于道德信息敏感性这一角度来探索外部企业社会

责任影响效果的个体差异具有较大的意义，更加明晰

了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作用于员工创新行为的边界   

条件。 

(三) 实践意义 

首先，鉴于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创新行为的

影响，管理者应该转变单纯从财务绩效指标来评价企

业社会责任收益的观念，重新从人才发展的角度认识

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创新

行为的正向影响关系表明，企业可以加强对环境、社

区以及客户等多方利益主体的责任行为，从而来提高

员工的创新行为。例如，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减少对自

然环境的负面影响，投资提升社会福利的项目，保护

消费者权利，等等。 

其次，外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工作使命感对员工

创新行为产生影响。所以企业可以关注员工更高的内

在需求，如追求工作的意义感等，而不是仅仅停留在

满足员工低层级的需求上。另外企业在承担外部企业

社会责任时，可以通过向员工积极宣传其在社会责任

活动中所做出的贡献，使员工更清晰地感知到自身对

他人和社会的积极影响，增强其自身工作使命感，让

员工的创新能力发挥至极大的效用。 

最后，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外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

工作使命感影响创新行为的机制会因员工道德认同水

平不同而具有差异。高道德认同的个体对外部企业社

会责任更加敏感，在鼓励企业积极履行外部企业社会

责任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应该更加关注低道德认同

水平的员工。例如，可以在招聘选拔过程中加大对员

工与道德特质相关的考察，同时也可以利用相关培训

来提高员工的道德认同水平等。 

(四)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第一，本文不再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个整体构

念，而从外部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切入更为深入地探

究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未来的研究还可以关

注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亦

或是将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和内部企业社会责任都纳入

讨论的范围，分别探讨各自的影响机制，比较两种作

用机制的差异。 

第二，本研究从个体对道德信息敏感程度的差异

出发，提出员工道德认同水平的调节作用。然而，从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来看，个体对于组织行为的重视

程度也可能会影响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作用的发挥。因

此，我们建议未来研究可以考察这一方面对于外部企

业社会责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如内部

人身份感知等。 

第三，从方法上看，由于资源和时间的限制，本

文研究的变量均来源于单时点的员工自我报告数据。

虽然通过统计分析结果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并

不明显，但企业的外部社会责任是组织层面的属性，

员工感知与企业的实际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

况。另外，员工自评的创新行为可能会有部分社会称

许性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多来源多时

点的研究设计，例如，外部企业社会责任感知采用企

业相关社会责任报告评分，员工的创新行为由其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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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或采用档案数据，并结合多时点的问卷收集等方

式来提升研究的准确性。 

 

注释： 

 

①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Farooq等的量表包括以下 10个题项：企

业积极参与那些以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为目标的活动；企业

为了人类后代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进行的投资；企业采取措

施，来尽量减少企业运营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企业致力

于实现与人类后代息息相关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支持那些在

困难地区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例如红十字会)；企业投资那些可

以提升社会福利的项目；企业为慈善事业做出了充足的贡献；

企业会保护超出法律规定的消费者权利；企业为消费者提供

全面而准确的产品信息；消费者满意度对企业非常重要。 

②   工作使命感。黄波顾等的量表包括以下 12个题项：我深信我

是被召唤来从事目前的工作；我的工作帮助我实现人生目标；

我不相信所面临的压力可以帮助我找寻事业(R)；满足他人的

需求是我职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某些事吸引并促使我从

事现在的工作；在我的事业中，改变别人的生活是我的基本

动机；我把我的事业视作是实现人生意义的一种途径；我的

工作为公众利益做出了贡献；我的事业是我人生意义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经常试图评估我的工作为他人带来的利益；我

一直从事当前的工作因为我相信我是被召唤来的；当工作的

时候，我试图实现我的人生意义。 

③   道德认同。May 等的量表包括以下 5 个题项：当企业成员具

有关心、同情、公平、友好、慷慨、乐于助人、勤奋、诚实

和善良等特征，成为这样的企业一员对定义“我是谁”非常

重要；当企业的成员具有上述特征时，我强烈希望成为其中

一员；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上述特征的企业员工；如果我

是某个企业的员工，而该企业的员工具有这些特征，我会感

觉很糟糕(R)；如果一个企业的员工具有上述特征，在这个企

业中工作会使我感到自豪。 

④   创新行为。Scott 和 Bruce的量表包括以下 6个题项：我总是

寻求应用新的技术以及方法来提高效率；我总是寻求应用新

的流程、技术和方法；我经常与别人沟通并推销自己的新想

法；为了实现新想法，我应该想办法争取所需资源；为了实

现新想法，我应该制定合适的计划和规划；总体而言，我是

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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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xtern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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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signal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extern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employees' innovation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ob calling. 

Through the survey of 413 employees, it is found that extern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n stimulat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s and that job calling i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mechanism for extern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influenc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s. Moral identity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job calling,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job calling between extern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valuable management enlightenment for enterprises to realiz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innovative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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